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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改革思想家,他以世界的眼光审视中西文化,把两种文化置于

平等地位。他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态度,总的倾向是中西融合而不是中西冲突和对抗。他认为西方文

化“由外而归中” ,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可生成一种“本末具 、虚实备 、理与数合 、物与理融”的新文化。郑

观应的“仿泰西, 复三代之法”重点在于引进西方文化,因为西法是具体而详实可行的, 三代之法是遥

远而含糊的。可以说,郑观应对西方文化持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吸取的积极态度,是近代中国最重要

的西学东渐的先驱人物之一。

　　关键词:郑观应;中国文化;西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K 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 2002) 04-0076-08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改革思想家,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文化, 改造中国社会。他与中国文

化和西方文化都有接触, 对中西文化的认识自然也是独到的,但是,由于没有作出专门的论述,人

们对他的文化见解和文化取向不甚了然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郑观应与中西文化的关系,对这个

问题作出初步的评述 。希望通过这一个案的考察,对中国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吸收外来

文化 、如何保留传统 、如何形成新的文化格局等问题,有所启发。

一 、中国文化培养出救世情怀

　　首先, 不言而喻,郑观应是由中国文化塑造出来的。从 5岁入塾读书到 17岁结束学业走上

谋生之路,郑观应所受的教育主要来自两途:一是庭训,二是乡塾 。

所谓“庭训”,就是家庭的教诲。郑观应自述, “官应夙秉庭训,饫闻先曾祖璧庄公性耿直, 胆

识兼优,为高祖坟地被富豪侵葬,不畏财雄势大, 挺身赴县力争, 经年讼始得直, 合族德之。先祖

鸣歧公俭扑寡言, 敦品励节,均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 。先荣禄公……一言一行,动为世法, 性孝

友,重言诺,慷慨好义,有古杰士风 。”
①

由此得知, 郑观应的家族传统是方刚正直 、不畏强暴 、讲求道德修养 、慷慨好义 、注重实学。

他的父亲郑文瑞对他的影响最大。文瑞“生秉异姿, 夙承家学,读书过目成诵, 藏书颇富,手自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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雠,丹铅殆遍,然澹于进取,敝屣科名,设帐授徒”, ②是个学富五车的教书先生。他教育学生的一

个重要手段是把大量的先贤格言收集抄录下来, 编成教本,藉以振聩发聋, 用于化民成俗。他编

的书有《训俗良规》、《劝戒录》等。这些书对郑观应的人格形成有重大意义,以致郑观应在晚年还

把《训俗良规》整理付印, 认为它“言虽浅近, 事实淳详”,是“善书之最著者” 。文瑞的慷慨好义的

品格深深地影响着郑观应 。他在家乡筹置义田, 兴立善堂。凡地方上的水利桥梁义仓等公益事

业,无不热心规划,尽力捐输。光绪五年,河北 、山西等地遇上大灾, 文瑞命家人售鬻衣饰捐资。

时在上海经商的郑观应也邀集同志设立了协赈公所,募得数十万金, 救了不少人命。由于郑父提

倡赈灾最早,而郑家集款又最多,朝廷下旨褒奖其“一门义行”,颁给“乐善好施”四字 。郑观应常

说,自己所以不自量力地写下《救时揭要》等许多文字, 无非是因为“夙承庭训,不敢自弃” 。正好

说明了他的社会责任感的最初来源是家庭的教育和影响。

乡塾教育, 一是启蒙,读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幼学琼林等,再学一些日用杂字 。二是科举

考试的训练,读四书五经 、学写八股时文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与政治学说则贯穿在教育的过程

之中。郑观应接受能力很强,忠孝仁爱 、礼义廉耻的道德标准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中国文化

的和谐 、求实 、进取精神溶入了他的血液中, “立功 、立德 、立言”的人生价值成为他的行为动力和

终生追求 。

郑观应可说是中国乡塾教育的一个成功例子 。在他 31岁时写成的《救时揭要》一书中,展现

了他所获得的中华文化的优良精神道德和思想观念。郑观应在该书的《序》中说明自己写书的动

机是经世致用, 而其做法则是把中国古代的“道言精义” 、“因果报应”等思想言论辑集起来, 加上

自己的见闻,进行推广发挥,以达到匡时救世 、普济众生的目的。他说:“研性理则辑道言精义,论

感应则集志果诸书, 窃冀广推, 妄灾梨枣;又复触景伤时,略陈利弊,随所见闻, 频登《申报》, 更伸

鄙臆,撰成是编 。”③可见此时他的主要思想来源还是中国文化。

该书主要篇章为 19世纪 60年代所作,少数为 70年代初所写,并在《申报》上刊登过(注:《申

报》创办于 1872年) 。此时,郑观应刚从农村走进城市,见闻渐广,有些文章也介绍了西方国家的

治国方略,有了采用西法的初步设想,但该书总的倾向还是把中国传统的“仁政” 、“德治”作为治

国的根本方法, 以劝善惩恶为治人的根本方法 。

他恪守古圣贤教诲, 以之作为行动指南。该书几乎每篇都有引用先贤语录作为立论依据,或

放于篇首,或放于篇中。如《澳门猪仔论》篇首是:“《书》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故先王行仁政

以济贫乏,严法令以禁游民,使亿万人为一心,所以保天下之民, 不使流离失所, 投诸他邦,为日后

执柯伐柯之患也。”④又如《拟自禁鸦片烟论》指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入国问禁, 入乡问俗。

中外同情, 断无或异 。”认为外国既以重税禁止烟酒之泛滥, 推己及人,也应同意我国以重税阻洋

烟之入口。⑤在《或问守身要旨》一文中, 讲到勤俭的道理时, 他便引用了朱子的话:“一粥一饭, 来

处不易;半丝半缕,物力维艰。”类似的“吕祖云” 、“文昌帝君曰” 、“古云” 、“经曰” 、“书曰”等等在书

中俯拾即是,可见郑观应的伦理道德观念承接了中国的传统,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商人则有着与

西方商人差别很大的文化面孔 。

郑观应认为世道的好坏关乎人心,因此努力劝人行善积德, 宣扬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他在

《救时揭要序》中说:“人之本何在? 心是也。存其心则惟善为宝 。而心广体胖, 事无不安,人无不

乐,天必将于其间降之以福;失其心则以恶为能,而心悸神昏,事无不悖,人无不怨,天亦于其间降

之以祸 。”⑥就是说祸福都是由人心造成的。因此, 他在《劝戒放生论》中说:“愿结同志, 体天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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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德,仿古人爱物之心,令一切物命出诸割烹之地, ……又能推爱物之心,为爱人之举,乐施孝

友,济弱扶倾,救人一命, 胜救百万生物, 其功德不可量矣 。”⑦他在《论三教要旨傍门惑世》中说:

“信夫闻道之士,先贵积德 。孝弟之道, 通乎神明, 此积德于亲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积德于

世也;持其志,勿暴其气, 此积德于身也;毋不敬, 俨若思,此积德于心也 。老子所云:̀道生之, 德

蓄之。' 求道不积德, 犹饥而无粮也。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 其斯之谓欤 ?”⑧他还举了某

人做了好事得到好报 、某人做了坏事得到恶报的例子证明因果报应道理,以警醒世人 。他在自述

修身的目的时说:“余视富贵如浮云,欲修身以济世, 何富贵之有? 然大富大贵乃前生所定, 祖德

宗功。 ……为富不仁, ……其子孙不能保也。”⑨道德高于功利, 是郑观应不同于一般唯利是图的

商人的地方。

无可讳言, 郑观应的思想中同时存有中国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因果报应是不科学也不新鲜的

观念,但他对中国文化的优良部分的继承是主要和大量的。

二 、寻找救国良方:走近西方文化

　　大约在《救时揭要》刊行后 10年( 1880年) , 《易言》36篇本和 20篇本相继问世。这些在19世

纪70年代写成的篇章, 显示了郑观应文化视野的拓展, 西方文化成为他热心学习研究的对象。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势力入侵中土, 苦力贸易 、鸦片贸易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加上国内连年

的水旱灾害 、粮食不足 、医疗落后,人民生活非常困苦。郑观应目睹时艰, 忧心如焚, 亟思挽救。

他像一个医生一样, 总是希望找到效力特强的药方 。上海这个城市为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他从 17岁开始到上海洋行当学徒 、打工, 业余时间又学习英语, 曾师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

傅兰雅是博学之士, 郑观应从向他学习英语开始,又“究心泰西政治 、实业之学” 。在积蓄了一定

的资金后他自己开茶栈 、办公司,从事对外贸易, 常与外国商人打交道,在 20多年的工作和生活

中接触到不少西方人士, 这对他了解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帮助。上海“自西人来后, 风气先开”, 成

为西方文化登陆中国的第一站,西方书籍和报刊触目皆是, 这对他钻研西学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郑观应非常勤奋好学,而学习目的又非常明确,就是研究泰西诸国之所以强 、中国之所以弱的原

因,为中国的富强提供意见。他在《〈易言〉自序》中说:“余质性鲁钝, 鲜能记诵, 长客四方,日与异

国人相接。沪上为江海通津,冠盖往来, 群萃旅处, 达人杰士, 往往获从之游。窃闻时论,多关大

计,以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 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而西人

久居中国者,亦时时申其论说,作局外之旁观 。 ……每于酒酣耳热之下,闻可以安内攘外者,感触

于怀, 随笔札记 。”⑩可见《易言》不光是郑观应一人的见解, 而是他与那些关心国事的人不断地讨

论 、反复地研究的结果。他如海绵吸水一般, 广泛收集和吸取中外达人杰士的意见, 再把各种零

散的意见加工整合成系统 、条理 、切实可行的言论,郑观应所花费的心血非常人所能为,亦非常人

所肯为 。无怪乎当时思想最为开明敏锐的改革思想家王韬阅后叹道:“余读未终卷, 而窃叹杞忧

子为今之有心人也。” 11郑观应到上海接触西方文化后,就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他对西方文化

着迷, 认为西方强国“富强有由,洵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12。他从公法 、通使 、传教 、交涉 、开矿 、铸

银 、铁路 、电报 、船政 、税则 、商务 、国债 、考试 、水师 、火器等十几个方面论证了西方强邻有好的做

法值得中国仿效 。

《易言》一书的文化倾向, 以郑观应的知己王韬说得最中肯:“ (《易言》)于当今积弊所在,抉其

症结, 实为痛彻无遗 。而一切所以拯其弊者, 悉行之以西法 。若舍西法一途, 天下无足与图治

78



者。”“诚能如杞忧生(郑观应)之言, 自强之道在此矣 !” 13这时郑观应对中西文化的认识, 有如下

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1.以世界的眼光审视中西文化,把两种文化置于平等地位。

郑观应认为, “中国开辟最先, 建立最久, 数千年来,更群圣人之经营缔造,而文明以启”, 由

于中国长期统属于天子, 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故有所谓内外之辨 、夷夏之防 。其实,中国文化

只是世界文明之一种 。他说, “天子号曰有天下, 而实未尝尽天所覆, 尽地所载而全有之,则固一

国也” 。 14欧洲各国与中国同属地球上之一国,彼此并立,地位是平等的:“夫地球圆体, 既无东西,

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 。
 15
欧洲各国的文明虽比中国晚起步, 但后来居上, 是

中国的竞争对手:“欧洲各国, 当中国汉时, 始辟洪荒, 至今未及二千年 。故其风气敦庞,人心坚

定,较之中国,尚在春秋之世。 ……至于今,则欧洲各国兵日强, 技日巧,鲸吞蚕食,虎踞狼贪, 环

地球九万里之中,无不周游贩运。中国亦广开海禁, 与之立约通商” 16。他认为中国只要摆正自

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自视为万国之一,那么中西文化便可平等交流,中国固有的优良文化也可以

远播欧美:“所谓彼教之来,即引我教之往 。风气一开, 沛然莫御。庶几圣人之道施及蛮貊, 凡有

血气者,莫不尊亲,文教之敷, 于是乎远矣” 。 17

2.肯定西方文化有很多优秀的地方, 主张把好的东西拿过来为我所用。

郑观应认为,虽然西方强国是侵略我们的敌人,如狼似虎;西方国家的文明起步比我们晚,被

斥为夷狄。但不等于就不应向他们学习 。他说:“彼夫恶虎豹而服其皮,取其温暖也 。斥夷狄而

师其法,取其利用也 。”
 18
我们要效其所长,出乎其上 。因为当今之世, 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

他对西方国家的涉外之法(包括公法 、公使) 、致富之道(包括商务 、专利 、机器 、铁道 、电报等等) 、

防御之方(如军制 、海军 、火器 、练兵)政事法令(如议政 、廉俸 、洋学 、西医 、考试等等)均细细考究,

进行中西对比, 常常赞叹西方国家“法甚善也” !提出广采西法以补中国之缺。

3.郑观应虽然没有对中西文化的关系作出专门的论述, 但他主张利用西法将中国的一切弊

端悉加整顿,由此可知他认为中西文化是有共同性的 、可以沟通和互补的, 中西文化交流后,是可

以融为一体的。

此时郑观应对西方文化的选择, 以是否对应中国的现实需要为基准,而不管它是“器”还是

“道” 。西方文化为我所用后, 便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但这种思想倾向,在当时是触犯禁忌的。

所以王韬出于保护也可能出于纠偏的心理,在《易言·跋》中说, “若舍西法一途,天下无足与图治

者。呜呼! 此我中国五帝三王之道将坠于地而不可收拾矣 。古来圣贤所以垂法立制者,将废而

不复用 。用夏变夷则有之, 未闻变于夷者也 。诚如杞忧生之说, 是将率天下而西国之也。此书

出,天下必将以杞忧生为口实 。呜呼! 是不知古圣贤之在当时,天下事犹未极其变也;而今则创

三千年来未有之局, 一切西法西学,皆为吾人目之所未睹,耳之所未闻 。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

者器也 。杞忧生所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 。” 19王韬为之辩解, 为之说明, 恐怕他遭人攻击和指责

而使其好主张不能为当道者接受, 用心可谓良苦 。王韬还说, 郑观应的论传教一篇, 证明他是恪

守孔子之道的。其实,郑观应此时的反洋教, 主要不是出于卫儒道,这个时候他对基督教还没有

深刻的研究和全面的认识 。由于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激化了中外矛盾,教里教外的人互相

仇杀,教案迭出,使他视基督教为扰乱社会的不祥之物,所以反对洋人在中国传教,他并无考虑到

变器不变道的问题, 但经王韬这一提醒,他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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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道器论”与中西文化融合之途

　　《易言》刊行后十几年, 经过不断增续,篇幅更大,内容更广, 1894年改名《盛世危言》出版。

《盛世危言》切中时弊,适应时代需要,不仅为世人所重, 也为统治者们赞赏 。江苏布政司使邓华

熙把它进呈光绪皇帝御览 。皇帝大加肯定,命译署刷印, 分散臣工阅看, 这使其在士大夫中的影

响越来越大。

《盛世危言》既是郑观应原创, 又承几位同道之人及通时务者如余莲村 、王韬 、沈谷人 、谢绥

之 、家玉轩 、陈次亮 、吴瀚涛 、杨然青等人改正 、参校 、删定, 不断完善和圆熟,体例也更加严整, 同

时也加进了他们的意见。由于当时鄙薄西学者还相当多,该书既是大讲西学,便不能回避对中学

的态度立场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的说明, 于是在书中特地安排了“道器”一篇,置于卷首 。它既是全

书的总纲,也是该书的指导思想。“道器”篇的主要观点如下:

1.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中国因有列圣相传, “道”是得到继承发扬的。但是,

“西人却不知大道,囿于一偏” 20。这里指出了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是关于万物与人性

之本原的学问, 即宇宙观 、自然观 、社会观和价值观,具体的说,就是孔子之道。

2.中国自秦以后, 古人名物象数之学, 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 遂远非中国所及 。“秦

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 学人莫窥制作之原, 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 彼征诸

实。”
 21
这里是说中西文化各有优势 。西学的优势,是在“器”,即物质文明方面。

3.道与器是统一体,不可分离。虽然说道为本,器为末, 但道中有器,器中有道, 两者不能割

裂。“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 彼研万物之质。 ……于是我

堕于虚,彼征诸实。不知虚中有实, 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

卷无具 。” 22这是说中西文化各擅其长,但两者不是排斥的, 而是相容和互补的。中国所长与西方

所长必须互相结合, 才得完备 。“昔我夫子不尝曰由博返约乎? 夫博者何? 西人所鹜格致诸门,

如一切汽学 、光学 、化学 、数学 、重学 、天学 、地学 、电学, 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者是也 。约者何?

一语以足以包性命之原, 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

中土,斯即同轨 、同文 、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 、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

其分歧之教必寝衰, 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

之矣 。”这里描绘了中国文化吸收了西方文化后所达到的中西文化融合的新境界 。

4.中国由于有优越的孔子之道, 必能“由强企霸, 由霸图王, 四海归仁,万物得所”,
 23
中国的

以“王道” 、“仁爱”为核心的文化取向必将克服西人所用的霸术, 使世界归于和睦与大同。这里是

说世界文化趋同的实现是由中国为主体和主导的,中国文化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总的说来, “道器”篇的中心思想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主体,以“化西为中”的手段吸收西

方文化,使中国文化得到发展和完善,最终以王道宾服天下 。这一方面是满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

尊心和保持发展中国文化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中西文化融合的大趋势。对“道”与“器”的

概念和内涵,郑观应没有作出细致的分析和逻辑的论证,大体上说,“道”与“器”可认为是文化结

构中的两个层面:精神和物质 。郑观应认为, 物质文明西方胜于中国,精神文明中国胜于西方,把

中西文化融合起来可以生成完美的文化 。这种中西文化融合论的提出, 在当时来讲是很不容易

的,它打破了中国人心中牢固的“夷夏大防”观念,为中国文化的更新改造奠定了理论基础, 是中

国近代较早形成的新文化观。当然“道器”篇也有时代的局限,因为郑观应认为“道为本, 器为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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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腐败,而对中国官僚制度的批判则深化了他对中国文化在道德层面的弊端的认识 。他认为中

国积弱与皇帝 、官僚们的道德行为大有关系, 他说:“国之强弱系于君相,英明者必顾公益,举直错

枉,兴利除弊,国小亦强;昏庸者只图私利,举枉错直, 赏罚不公, 国大亦弱 。”
 32
“中国官民分隔云

泥,即亲民之官,于兵 、刑 、钱 、谷之外无暇访求民间疾苦 。且为官者, 每存五日京兆之心,日事营

求,只问缺之肥瘠,差之优劣,所以挟钻营之术者,干禄之意重,则爱民之念轻 。虽有官箴 、座铭,

作暮鼓晨钟,亦无以使之廉隅自守。” 33他对中国专制独裁政治的批判不遗余力, 把政治不良的根

源归结为当道者的私心:“惟从来富强之国能久存者,君上有公天下之心,知国家非一人之私产,

开诚布公, 立宪法,讲道德,以商战为本, 以兵战为末 。若舍本而求末,入不敷出, 徒知聚敛, 不复

开源, 转令民不聊生,盛亦难恃 。” 34“我国积弱数千年之原, 由于怀私, 怀私由于政行专制,只知利

己,不知爱国。不知爱国,则不能合群, 人心涣散。” 35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郑观应指出,中国

的官僚制度和道德滑坡成了中国改革的瓶颈:“我国地非不广, 物非不博,人非不众。惟上下相

蒙 、失其教养,以致富而反贫,强而反弱 。” 36“道德与富强等量, 富强亦与道德齐观。” 37郑观应认

为,要改变中国的政治不良和道德败坏,首先应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寻求精神启示,然后从西

方文化中寻找可行之策, 中西文化互补并用。在该书卷一, 他首言“道术”, 主张继承中国传统中

的“正心修身,穷理尽性”,提高人的道德修养;该书卷二至卷十五, “言治道”,其中提到要以西方

的君主立宪制度来制约当道者们不断膨胀的谋私行为和改良君 、臣 、民的关系。他说:“ ……今欲

反弱为强,须无利己之心方知爱国,既知爱国,必变专制 。欲变专制, 须开国会, 设内阁,一以统合

庶绩,一以固民志,所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仇 。'

若臣民未有权利,安肯担任义务 ?” 38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明确提出仿行西方议会政治的人,并认

为此法可以改变中国政治的腐败。除了批判吏治外,郑观应还批评了中国的颓风败俗,如礼节的

上尊下卑之深严,女子裹足的惨无人道,纲常名教的惨祸烈毒 、八股取士的虚伪无实等 。他在民

国三年写遗嘱教诲其家人时, 除了使用中国传统道德准则外, 还加进了“西哲”和“西例” 。他说:

“凡子孙读书毕业后及 21 岁后不愿入专门学堂读书者, 应令自谋生路, 父母不再资助, 循西例

也。”
 39
“西哲查尔那比曰 :̀困难愈甚,当愈劳苦,危险愈甚, 当愈奋前。此后无困难危险矣。' 帖木

耳兰曰:̀人能忍耐勤劬, 可以胜灾殃 。后生小子而欲求自立于世界者, 岂可怠惰安逸乎?' ” 40可

见在郑观应的晚年, 他更进一步认为中国和西方在伦理道德上也有不少的共同性,不但对中 、外

盛衰治乱之道, 且对中外贤哲的道德教诲, 同时兼收并蓄, 提倡“折衷中 、外教育” 。
 41
他从中国的

现实需要出发, 开始破除“变器不变道”的藩篱,在中西文化的选择上,不再设置绝对的界线。而

向西方学习的内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虽然在“道”方面,郑观应始终认为中

国的尧 、舜 、禹 、汤 、文 、武 、孔孟之道是不能丢的,但与中国文化具有一致性和共通性的西方政治 、

教育 、道德等内容,也可以学, 这就比同时代人的认识高出一个台阶, 即认为西方文化不仅在“器”

方面高于中国, 在“道”方面也有优秀之处。可以说,郑观应对西方文化持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吸

取的积极态度, 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西学东渐的先驱人物之一。

综观郑观应的一生, 他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态度, 总的倾向是中西融合而不是中西冲突和对

抗。他认为西方文化“由外而归中”,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可生成一种“本末具 、虚实备 、理与数合 、

物与理融”的新文化 。 42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大力讲求,

使“中西利病情形”了然于胸, 然后斟酌损益, 形成了“仿泰西,复三代之法”的建设新型文化格局

的主张,并认为这是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取向。他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里说:“今昔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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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远近异辙,海禁大开, 梯航毕集,乃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我君相同德,上下一心,亟宜善承其变

而通之:仿泰西,复三代之法。广开民智,以御外侮 。” 43“仿泰西,复三代之法”说到底就是把体用

兼备的西方文化作为合于三代之法的东西全面学习,说明郑观应已经超越了“中学为体 、西学为

用”的中西文化结合模式,达到了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的高峰 。

郑观应立足于复兴中国文化, 因而对中西文化的价值判断和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主张,既具

有维护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的立场, 也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他的思想大

大开启了后人的智慧,对梁启超 、孙中山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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